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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古医论视角下《文心雕龙》刺文论∗

桓 晓 红

摘　 要：刘勰将以针、刺为代表的医事、医理与传统诗文谏刺主旨进行了整合和理论创新，在诗文谏刺方面发展出

较为系统的理论思想。 《文心雕龙》着重论及了诗、箴、铭、刺、表几种具有谏刺警戒功能的文体，并对这些刺文类文

体的功能、写作规范、文辞特点、文体风格等进行了诠释、总结，使贯穿全书的谏刺精神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在刺

文理论的阐释过程中，刘勰将针道、文道、治世之道相类比，将疗人、辅政、救世融合统一起来，《文心雕龙》中论及刺

文类文本时体现出“针道→文道→治道”与“疗人→辅政→救世”两种衍生逻辑转变、演变与融合的轨迹。
关键词：《文心雕龙》；刺文；针道；文道；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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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广泛存在着以医喻文甚至以医事、医
理论文理的现象，这种论文方式不但增强了文学批

评、文学理论的形象性、生动性、理论性、生命性，更
丰富了文学理论建构的视角和理论阐释的话语内

涵。 《文心雕龙》蕴含了古人所普遍认同的诗书乐

舞等艺术治疗思想，不但提出了“言以散郁陶” “吐
纳文艺”“志于文也，申写郁滞”等文学治疗主张，而
且将医事、医理与传统诗文谏刺主旨进行整合和理

论创新，发展出较为系统的诗文谏刺理论思想。

一、《文心雕龙》对谏刺传统的继承

“刺”作为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
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尚书》所强调的从谏如

流、忠直谏刺和“诗言志”。 《国语·周语上》载召公

谏厉王弭谤，向厉王强调了广泛纳谏、倡扬谏刺的重

要性，指出天子听政，要听取“师箴” “百工谏” “瞽、
史教诲”。 汉代出现了诠解《诗经》的四家诗，汉儒

常引用《诗经》以述往讽今、劝谏帝王从而实现讽

谏，“刺”在汉代诗评标准中具有至高地位。 《毛诗

序》提出了谏刺的原则：“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发乎

情，止乎礼义”这种谏刺原则，与受崇尚的“直刺”
“死谏”精神对立统一于中国古代士人风骨和古代

文学发展中。 正是基于统治者对纳谏的重视，魏晋

六朝时期甚至刮起崇尚忠直谏刺的“骨鲠”之风，并
反映到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中来。

刘勰秉持“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的原

则，继承古圣贤与明君忠臣所崇尚、所高举的匡谏讽

刺传统，并对其加以融合、创新和发展。 《文心雕

龙》在《明诗》《铭箴》《书记》《奏启》四篇中，着重论

及了几种具有谏刺警戒功能的文体，并对不同文体

的功能、写作规范、文辞特点、文体风格等进行了诠

释、总结，使《文心雕龙》贯穿全篇的谏刺精神由史

的线到关键的点和面的具体化、理论化、系统化。
《明诗》开篇指出“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强调诗歌对诗人情思志意的表达，并进一步指

出诗歌具有扶持匡正人的情性品格的功用。 刘勰秉

持传统的“美刺”观，特别强调诗的“匡谏”功能，在
《明诗》篇历数了它的发展轨迹：肇自《尚书》等圣人

典谟，从怨愤而作的《五子之歌》到《诗经》， 到怨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２４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心雕龙》与古代医论证例研究”（２０１８ＢＷＸ００１）。
作者简介：桓晓红，曾用名桓晓虹，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２４１



之作《离骚》，再到汉代的“继轨周人”，到魏国正始

文学、魏晋风骨，都遵循着“神理共契，政序相参”的
诗歌谏刺传统准则。

《铭箴》篇指出，“箴”是用于官员对君主讽诵

的，“铭”是题写于器物上供谏戒或赞颂的，二者名

称用途不同，“而警戒实同”。 刘勰更注重“箴”，将
“铭”视为一种别样的谏刺形式，其功能和“箴”相

同。 他列举了先圣贤君重鉴戒、匡谏的事迹：黄帝刻

字于车子和矮桌上以提醒自己纠正过失，大禹在乐

器架上刻字以招谏，商汤《盘铭》写“日新”的规诫，
武王的《户铭》 《席四端铭》题写有“必戒”的训条，
周公在《金人铭》中告诫要“慎言”，孔子于周太庙见

到具有警示作用的欹器而脸色顿时变得严肃庄重。
刘勰认为：“箴者，针也。 所以攻疾防患，喻针

石也。”①“针”是中医一种常用的治疗方式，具有神

奇的功效：不用毒药，不用砭石，只用微针便能通其

经脉，调其血气，使血气在经脉中逆来顺往、出入会

合、通畅运行，从而达到祛病或养生全神的目的。 刘

勰用针刺治病防患的功能来喻论“箴”对帝王君主

具有匡错防过的谏戒作用。 刘勰不仅对“箴”的名

称、功用进行了解释，还梳理了“箴”的兴衰演变：
“箴”兴盛于夏商周三代，周代《百官箴》留存下来的

《虞人之箴》体义已较完备，至春秋，微而未绝，尚有

晋国大夫借《虞人之箴》中的故事讽谏晋悼公，楚庄

王以“民生在勤”的箴言告诫国人，战国以来箴文几

乎绝迹，到了汉代，扬雄等模仿《虞人之箴》进行箴

的创作，东汉补写而成《百官箴》，成功地实现了“追
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建安以后的后继之作

很少有写得恰到好处的。 在此基础上，刘勰阐明

“箴”所包含的“警戒”的要旨、博引深刻确切的论

说、简约的文辞等写作规范。
《书记》篇曰：“刺者，达也。 诗人讽刺，周礼三

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以《黄帝内经》为代

表的古代医学经典认为，针刺可以疏通人体气血经

脉凝结阻滞不通之处，使气血在经脉内通达流畅，濡
养润泽全身，进而使人形神健旺。 刘勰指出，《诗

经》多“刺”，观诗以知政、知民情民风；《周礼》中讲

的审理民间诉讼案件时，要广泛询问群臣、群吏、万
民，全面了解事理民情，以有序有效地处理矛盾问

题，就好像用针刺可以通达人体阻滞之处实现人体

通畅乃至健康长生一样，“刺”必须能够使百官通过

广泛询问世情民风、征询民情民意并使之达于君王，

从而使事情得到有序解决、民情民意得到有效传达

和伸张，通达政道、畅通政令，使君臣民上下通达和

谐一体，政权永昌。 刘勰用针刺的效果与原理解释

“箴”“刺”文体名称的由来及其功能，只不过“箴”
偏重工具名称及谏刺匡正的整体功效，“刺”偏重工

具的使用及谏刺匡正机理。
《奏启》篇论及了“奏”这种可供谏刺的文体具

有下情上达的作用。 在陈述“奏”的发展轨迹时，刘
勰着重述及汉代以来奏文重骨鲠、讲骨气、忠直尽节

而“绳劾愆谬”的一面，用大篇幅论及奏文的体制规

范和写作要求，即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

首”，有“笔端振风、简上凝霜”之气、深刻严厉之意，
做到理有轨范，辞有法度，有法家的决断、儒家的文

辞，不放纵伪善欺诈之徒，让声威震动于弹劾文之

外，实现端直方正地“纠恶”的目标。

二、刺文的体制规范与要求

《文心雕龙》中反复出现“警戒”“规诫”“忠规”
“讽怨”“怨刺”“纠恶” “匡谏” “攻疾防患”等词汇，
这些是刘勰所认为的“刺”用的具体表现。 刘勰所

指诗、铭、箴、刺、奏、表等具有谏刺作用的文类，可以

用“刺文”概括指称。 综观《文心雕龙》，重点剖析与

“刺”密切相关的《明诗》《铭箴》《书记》《奏启》 《比
兴》诸篇，可以发现，刘勰为使刺文“理有典刑” “辞
有风轨”而进行了立范运衡的理论建构。

刘勰认为，“得其戒慎”是刺文的为文宗旨，即
刺文应具有警戒、匡恶、规谏、谏刺、绳愆纠谬、攻疾

防患等作用，刺文创作应围绕这个宗旨来进行。 他

进一步确立了谏刺论理的思维方法和原则：折衷。
他以“折衷” 为标准评鉴潘勖的 《符节》 “要而失

浅”，温峤的《侍臣》“博而患繁”，王济的《国子》“引
广事杂”，潘尼的《乘舆》“义正而体芜”，并指出它们

的继作“鲜有克衷”。 在《奏启》篇中，刘勰批评世人

为文多失折衷，强调文章刺劾要遵循折衷原则，用中

和的思维方法公允地指出问题，进行严厉正直的批

评，而不是吹毛求疵、尖刻辱骂。 对照《序志》篇的

“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可见刘勰将“折衷”的方法、
原则贯彻于其整体理论的自觉性。

在语言风格方面，刘勰强调刺文要简约、婉转、
疏通、雄健有力。 《铭箴》曰：“其取事也必核以辨，
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义典则弘，文约

为美。”在论及《杂箴》时，刘勰以文辞的简约扼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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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评判，认为其“约文举要”的特点是对周武

王时期铭文的很好效法。 在谈到奏文时，刘勰一方

面强调奏文文辞要有法家的决断，有“笔端振风，简
上凝霜”的声势和威严，另一方面要“秉儒家之文”，
“声动简外” “婉转附物” “辞谲义贞”，“环譬以托

讽”，“‘兴’之托谕，婉而成章”，“依《诗》制《骚》，讽
兼‘比’‘兴’”，强调奏文要委婉巧妙、典雅合宜而非

尖刻谩骂丑陋地表达正直严厉的内容。
在刺文的语言风格上，刘勰不仅吸收了传统的

“主文而谲谏”，而且以针刺的解结、疏通作用进行

类比。 他提出“奏”以“辨析疏通为首”，一方面指出

语言的明辨剖析和疏畅通达是“奏”这一文体的首

要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奏”具有通过明辨剖析来

疏通君王施政或信息传达方面的阻滞不畅的目的与

功能。 在评赞贾谊《务农》、晁错《兵事》等奏文时，
刘勰又指出文辞的“通畅”是奏文的基本“风轨”。
《铭箴》篇评鉴秦始皇命李斯在泰山等处做的近于

铭文的刻石时，称其“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

焉”。 《比兴》篇强调通过“比兴”的手法使文辞具有

流畅通达的美感，并借“《诗》刺道丧，故‘兴’义销

亡”强调“刺道”和“兴”的密切关系。 《文心雕龙》
广泛地透露出天人合一、万物感应、同类相感相契以

及感应兴发的理念，尤其在文辞疏通之美上，凸显出

刘勰所具有的从作家之才到文辞之美的同类感应传

递和兴发调节观念。
《才略》篇在辨析作家之才与作品创作关系时，

针对比兴托义的诗赋，刘勰指出：“张华短章，奕奕

清畅”，“潘岳敏给，辞自和畅”。 他对刚毅爽迈、不
畏权势、直言劝谏的孙楚评价说：“孙楚缀思，每直

置以疏通”。 针对庾亮表奏、温峤笔札，刘勰评鉴

道：“靡密以闲畅”，“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

也”。 王运熙在解析《通变》篇时也指出，“掌握变

化、通畅不停滞的作文之理，方能持久”②，认为刘勰

在继承和革新关系上是秉持着通畅流通的观念的。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曰“持针之道，坚者

为宝”③，强调针刺时秉针要坚固、刚强有力。 与此

相应，刘勰认为，刺文在阐发用于讽谏的理义情志

时，要不畏强御、独立不惧，正义气势流于墨中，声势

威严震于文外，要将作家内在积滞郁结的耿介、愤懑

进行刚健有力、正直不惧的宣发。 用于谏刺的正直

内容，需要“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般刚健威严的文

辞，需要用像宝剑那样锋利、剧毒鸩酒那样猛烈的语

言来表达。 刺文需要用雄健有力、刚强严厉的文辞

风格，来保障其劝谏纠恶的说服力、威慑力。 既追求

文辞表达的委婉雅正，又强调文辞气势的雄健严厉，
这种要求看似矛盾，实则正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所秉

持的、亦为刘勰所强调的“刚柔并济”之美，是刘勰

“唯务折衷”思维方法的典型体现。
在刺文语言表达方面，《文心雕龙》以直为贵。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曰：“持针之道，坚者为

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

血脉，刺之无殆。”④ “正指直刺”为针之宝道，能使

针刺发挥调节血脉祛病养生的神奇功效。 从针刺之

道类比而来的刺文，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以正直为

贵的特点和写作要求。 《奏启》曰：“谠者，正偏也。
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 孝成

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奏文以直为贵，臣子不

能考虑自身安全，上奏帝王时一定要讲正直的话。
刘勰对传统的忠直谏刺和“矢言之道”深以为然并

自觉发扬，称赞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

才”的正直豪率、不畏权势之风，称颂应璩《百一诗》
“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对应璩继承

建安文学理义正直、文辞委婉、独立不惧的风骨大加

赞赏。 《文心雕龙》还在《铭箴》“赞曰”部分强调了

刺文对于正直的内在要求：“有佩于言， ‘无鉴于

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要铭记铭箴文的警戒

之言，秉持其中正直的勉励，以警戒自己的行为。 刘

勰详细论述了在文章中树立正直的方法：“必使理

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

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
直方之举耳。”《奏启》篇还谈及作家阐发正直理义

的内在动力：“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
骨鲠得焉。”《明诗》篇称赞两汉五言冠冕之作“直而

不野”，认为它们在内容、品格上是正直而不粗野鄙

俗、不浅薄的，肯定诗歌在谏刺方面不虚美、不隐恶，
直面问题之所在，发扬先贤圣典忠直劝谏精神，委婉

刚健地表达雅正、正直的情理的优秀传统。 “直而

不野”“辞谲义贞”显示了刘勰“唯务折衷”的理论方

法和遵守儒家忠直雅正传统的文学观念。
“确切”是刘勰对刺文所表达的理义情思的要

求。 《铭箴》篇曰：“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箴文是

为纠过防失的，所述理义情思要准确切至。 为了做

到“确切”，“笔”类刺文在取事用典时必须核实、明
辨，即《铭箴》篇所谓“其取事也必核以辨”。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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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篇指出，奏文要“以明允笃诚为本”，理要“切

至”。 刘勰认为，“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
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要将实事求是的坚

强正直的志意融入文章，通过广博的见识学识讲透

道理，要引古论今，通过整理繁杂材料抓住问题关

键，更要“使理有典刑”“总法家之裁”“无纵诡随”，
即正直刚健地做到理有规范、是非有决断、诡谲欺诈

无纵容，从而达到切至的体制要求。 刘勰对于《诗
经》那样的有韵之“文”，仍然有“确切”的要求，只是

这种“确切”与无韵之“笔”的表现不同，要求“情必

极貌以写物”，“‘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
依微以拟议”。 韵文类刺文的“确切”体现在，极力

刻画形貌以表现事物，用切合相似之处来说理，用事

物微妙之处来寄托情意，通过周密全面地观察事物，
努力寻找差异巨大的事物之间的切合点，模其形拟

其神，以小见大，以浅见深，实现“神理共契，政教相

参”，达到一种诗意的“切至”。
刘勰认为，用于谏刺、宜于政教、合于雅正的刺

文在行文时要深刻严肃。 《奏启》言：“术在纠恶，势
必深峭。 ……《诗》《礼》儒墨，既其如此，奏劾严文，
孰云能免？”《铭箴》也说：“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

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于后代。 惟秉文君子，宜
酌其远大焉。”刺文应该吸收继承“矢言之道”深远

宏大的特征。 正是以旨意“深刻”为标准，《明诗》篇
提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所

谓的“深刻”是有限度的，批判、谏刺要深入骨髓，但
也不能有失公允、谗言伤人。

刘勰不仅将以针、刺为代表的医事、医理通过类

比的方法引入文论中，形成刺文理论，而且将其用于

纠治“文”的声律之病。 《声律》篇在论及文字声音

搭配中出现的音节不和谐、拗口等不符合声韵规律

的毛病时，提出解决办法：“将欲解结，务在刚断。
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
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在中医针刺取穴治疗的

方法中，有循经远道“反”治法，具体有“左病右治，
右病左治”“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上，取之下”“病
在中，傍取之”等。 如《素问·调经论》：“身形有痛，
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

之。”⑤《素问·缪刺论》：“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
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 如

此者，必巨刺之。 必中其经，非络脉也。 故络病者，
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⑥《灵枢·官针》也

说：“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⑦缪刺、巨刺这些方

法的治疗功效已为现代中医治疗临床验证。 中医针

刺治疗这种奇特的“逆”“反”思维模式，神奇地出现

在刘勰的文论创建和话语理论系统。
由上可知，《文心雕龙》从为文宗旨、思维方法、

语言、声律、修辞、文体风格等多方面为刺文制定了

体制要求和写作规范。 这种刺文理论的构建增强了

写作的政教传道功能，更使谏刺精神、正直传统、心
系天下的士子使命在写作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针道（疗人）、文道（辅政）、治道（救世）
相互融通

　 　 《文心雕龙》中明显存在着文（为文）可以发泄

心中郁结烦懑，具有舒展畅通身心僵化阻滞功效的

文学治疗思想，同时也对作家的创作原则、创作时的

情志心神状态有着相应的规定。⑧刺文创作同样具

有发泄心中郁结烦懑、舒展畅通身心之僵化阻滞的

功效，刺文也是通过自身和谐从容的内涵、形式感染

人、启发人、劝诫人，从而发挥其谏刺、纠恶、防患的

政教、社会功用的。 文道与针道相通，针刺对医生身

心状态的要求和《文心雕龙》对作家创作的身心要

求恰相契合互通。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凡刺

之真，必先治神……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
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⑨

《素问·征四失论》论及医生治疗中存在的身心方

面的过失，其中有：“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

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⑩

郁结、阻滞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也是文学创

作治疗的对象。 这不仅成为众多作家自传式叙述的

内容、创作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文论家阐释、论述

的理论命题，更成为诸多有社会、政治抱负和责任意

识的文人志士拓展引申的话题。 其拓展引申大致朝

向三个方面：一是以医生诊断疾病的眼光看待社会、
自然、政治、文化、风俗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病
喻”之。 二是自然灾难、社会战乱、政治生活中的挫

折失意等“病因”成为文学佳篇诞生的源泉。 三是

作家、文学将以文辅政、泄导人情、针砭时弊、疗救社

会疾病作为崇高使命。
早在先秦时期，文章对社会的谏刺作用已受到

重视，如季札观乐以知政、提倡雅乐以利政化民，
《诗经》的观风、讽刺功能，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等。
从刘勰的刺文论可见，他对文章规劝人生、谏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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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认识很透彻，并且超出了比喻，直接打通了针

刺之理、文学谏刺之道、治世之道。
刘勰刺文论的产生，除了与自身的知识素养、理

论视角有关，也得益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从

《比兴》《明诗》 《书记》篇可见，刘勰的刺文论明显

继承了诗礼骚传统。 从《奏启》 《铭箴》篇以及其反

复强调的“骨鲠”可见，刺文论是刘勰熔铸《尚书》及
之后用于谏刺、规谏等的奏启文、铭箴文等“散文”、
韵文的特点，发扬自古至魏晋六朝日益显盛的“骨
鲠”传统，并加以引申发展而来的。 针刺疗病能够

形成对刺疗政治社会疾患的隐喻，也是缘于针刺之

于政教治国的关系。 针道是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高度综合深刻的生命哲学，它“内考五脏六腑，外
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

极变”的特点，正与“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

目”的文道类似。 在人化、生命化视角下，针道乃生

命之道，文道亦生命之道，二者同源互通、互释互喻。
中国古代，医与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客观

上促生了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政治现

象。 《针灸甲乙经·林序》言：“臣闻通天地人曰儒，
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

乎。 班固序《艺文志》，称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

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 又云：方技者，论病以及

国，原诊以知政。 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

哉。”《灵枢·外揣》载：“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
余亲受其词，颇得其意。 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

九，然未得其要道也。 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

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 恍惚无穷，流溢

无极。 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 然余愿

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问也！

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由此可见，针道与治国

之道互通。 这也是刘勰借用针刺的攻疾防患之用譬

喻引申出文章对社会、政治等的刺恶御过之功效的

前提条件。 刘勰借针刺之理譬喻文刺之道，还有更

深刻的思想渊源，那就是中国古代“贵文” “重医”
“三不朽”思想的大融合。 《征圣》篇论及自远古已

存在的“政化贵文” “事迹贵文” “修身贵文”的史

实。 而在《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可明确见出三

者融合的隐在轨迹：“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
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 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

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

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

刘勰刺文论所“刺”的对象包含人、社会、政治、
风俗、道德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综合性。 刺文论

是刘勰文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创造性地以

针刺之理譬喻刺文之道，丰富了《文心雕龙》的理论

建构，增强了其理论话语的生动形象性，开阔了古代

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 这一理论对于后世文学“人
化”批评模式的形成以及借医理喻论文理批评方法

的兴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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